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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624 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后，便以此为据点收购中国商
品，从事对日本的转口贸易，并因此与在台经营中日走私贸易的日本商人发生了
激烈的冲突。然而荷方在 17 世纪前期台湾海峡中、日、荷三角贸易格局中所处
的不利地位，决定了其在日荷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所以荷方试图转而从三角贸
易关系中的另一方面着手，通过调整中荷贸易关系来改变台湾海峡贸易格局，从
而避免与日本的冲突。不过因种种原因，荷方的努力归于失败，最终在日荷冲突
中陷入绝境。但随后日本的锁国，却让荷方戏剧性地赢得了这场冲突的胜利，并
彻底摆脱了原先的受制处境，成为新贸易格局下的一大受益者。
〔关键词〕17 世纪 台湾海峡贸易格局 日荷冲突
Abstract:After the Dutch occupied Southern Taiwan in 1624，they made it a
stronghold to acquire Chinese products and engaged in an intermediary trade with Ja-
pan，leading to conflicts with the Japanese smugglers in Taiwan． In the early 17th centu-
ry，because of its un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China － Japan － Netherlands trade pattern
in the Taiwan Strait，the Dutch was always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 Thus the Dutch tried to change this trade pattern by adjus-
ting th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and China，so as to avoid conflicts with
Japan． However，due to various reasons，their effort failed，and they were eventually
trapped in the conflicts． However，the“closed － door”policy of Japan brought the dra-
matic victory to the Dutch，who became the major beneficiary in the new trade pattern．
Keywords:Early 17th century;Trade pattern in Taiwan Straits;Conflict be-
tween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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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以来，台湾由于其在东亚海洋贸易中的重要地位，逐渐成为外国势力觊觎的
对象。而日本与荷兰便是最早入侵台湾的两个国家。1609 年、1616 年，日本统治者德川
家康两次派遣船队进犯台湾。1624 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此后，日荷两国围绕
着台湾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甚至一度导致双方贸易关系中断。对于早期日荷在台湾的
冲突，中外学术界此前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如奥斯卡·奈赫德 《17 世纪荷兰与日本在
台湾商业交涉史》、陈小冲《十七世纪日荷在台冲突中的政治因素》、翁佳音 《新港有个
台湾王———十七世纪东亚国家主权纷争小插曲》、林景渊 《滨田弥兵卫事件及十七世纪东
亚海上商贾》等论文或专著，均对此作过论述。其中陈小冲 《十七世纪日荷在台冲突中
的政治因素》一文，精辟地指出这些冲突最终演变为 “由长崎代官末次平藏精心策划实
施的夺取台湾统治权的政治阴谋”，是日本对台侵略野心一贯性的体现。这个观点对将早
期日荷在台冲突视为单纯商业纠纷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1〕 但是以上大部分研究成果
的共同缺陷在于:仅从日荷两方面的角度来论述此事，而未充分联系早期荷兰在与日本冲
突的同时，还一直受制于由中国方面所主导的 17 世纪台湾海峡 (以下简称台海)贸易格
局这一历史背景。〔2〕 而日荷在台海贸易格局中的不同地位，也决定了这场冲突的走向。
本文便试图围绕着这一点，从更广阔的视角分析当时日荷在台湾的矛盾冲突，以求对这段
历史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中日荷三角商业关系与 17 世纪前期台海贸易格局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却相对匮乏的岛国，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一直十分巨
大，“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磁;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
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3〕 因此中日贸易对日本来说尤为重要。然而明代中后期，
由于“倭寇”猖獗等原因，中日之间的合法贸易渠道逐渐被明政府关闭。取而代之的是
以台湾等地处海中，明官方控制力较为薄弱的岛屿为据点的民间走私贸易。如台湾南部的
大员港“每年有日本商贾乘帆船而至，在当地购买大量鹿皮，特别是与中国的海上冒险商
做大宗丝绸生意，这些冒险商从泉州、南京及中国北部沿海各地运出大批生丝和绸
缎”〔4〕。这种走私贸易，成为当时日本获取中国商品的重要途径。因利润十分丰厚，引来
了另一个国家———荷兰的觊觎。
荷兰自 1581 年独立之后，便积极投身于海外扩张当中。1602 年，荷兰成立了代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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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东方推行殖民事业的机构东印度公司，而其在亚洲的主要殖民贸易对象便是中国与日
本。1609 年，东印度公司已在日本长崎平户设立商馆。为了占领日本市场，荷兰殖民者
急需在中国沿海取得贸易据点，“取代葡人与西人以中国货物对日本贸易，从而在日本换
取大批银两”〔1〕。1604 年与 1622 年，荷兰两次侵占澎湖，均被明军驱逐，最终在 1624 年
转而侵占台湾南部大员港一带，并以此为据点收购中国商品，经营对日转口贸易。随着荷
兰殖民者的介入，中日在台湾的双边走私贸易演变为中日荷之间的三角商业关系，成为这
一时期台海贸易格局的基础。
不过，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荷兰殖民者从一开始便处于最为不利的位置。其根本原因
是在 17 世纪前期的台海贸易格局中，荷方所扮演的角色是嵌入中日贸易之间，作为一个
中介者而发挥作用，但是这一角色并非不可或缺。早在荷兰殖民者到来之前，中日在台湾
的走私贸易便已在持续运作当中，并不需要仰仗荷方的协助。“开始的时候，从中国来的
船也没有人要跟我们 (指荷兰人)打交道，他们运来的货物也都是拿来给那些日本人交
账的。”〔2〕 因此荷方所从事的转口中介贸易，实质上是对中日贸易的单向 “依附”。中国
的商品和日本的市场，是荷方转口贸易能够运作的两大先决条件，这也决定了荷兰殖民者
在贸易中的受制局面。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之初，在获取中国商品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明廷迟迟
不愿开放台海两岸之间的自由通商。福建地方政府一直坚决反对荷兰船只在沿海地区停留
贸易，同时对前往大员的中国海商也处处设阻。如一名叫六官 (Lacquan)的中国商人便
向荷方抱怨“他因为公司工作而在中国遭遇极大的困难与痛苦，为此必须花大笔钱财打
通关节才能恢复自由。已经跑到这个官员不找他麻烦了，就会又有另外一个官员开始要来
办他，弄得他不敢去大员见我们”〔3〕。这导致大员的贸易大受影响。在此情况下，荷方要
想获得中国商品，只能求助于少数拥有当局贸易许可的中国商人，如福建漳州海商许心素
等。为了保证商品来源，荷方甚至不顾风险，采用预付大笔款项的方式向中国商人订购商
品，“如果不先将资金信贷给中国人，还是无法进行通商交易。为了不让贸易完全停滞下
来，我们只好决议，目前还要顺从中国人的意思来交易”〔4〕。显然这种贸易主导权的旁
落，是由荷方对中方的单方面依赖关系所导致的。为了获得中国商品，他们不得不在贸易
中对中方让出种种利益，屈从其主导下的台海贸易格局。
相比明朝方面，荷兰殖民者在日本所受到的待遇却要好上很多。日方不但允许荷方在
日本领土上开设商馆，甚至让其在贸易上享受相当优惠的政策。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评议
会 (为公司在亚洲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承认:“每当我们的货物和商品运到日本，总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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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们的意愿售卖，再购入各种货物和商品，装船运走，无需交纳任何税款，而且日方从
没有派官员找我们的麻烦和干涉我们的贸易往来。……这样，我们每年可运去大批货物获
得利益。”〔1〕 对于经营中国商品转口贸易的荷方来说，“不可能有其他地方比日本获利更
大”〔2〕。而日方却可以跳过荷方，直接前往台湾收购中国商品。因此荷日之间的商业关
系，同样属于单方依赖关系，当后来双方在台湾发生争夺时，这一点便成为了荷方的一副
沉重的枷锁。
二、日荷在台湾的冲突与荷方的台海贸易困局
1625 年 7 月，在台荷兰当局做出决定，对来台贸易的日本商船征收百分之十的货物
税，并禁止在日本的中国人来台经商，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这也成为日荷在台一系
列冲突的开端。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这些冲突的起因，在于荷方企图垄断台湾的贸
易。〔3〕 但事实上，对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来说，阻挠日方贸易的目的与其说是 “垄断”，
倒不如说是“自保”更为贴切。因为当时荷兰在台湾的贸易，正面临着被日本商人完全
吞噬的危险。
荷兰殖民者在台湾收购中国商品所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在现有台海贸易格局下，荷
方获得中国商品的渠道实在有限，且必须受制于中方，这点前文已有叙述。可是就连这有
限的货源，也要遭遇日本方面的激烈竞争。虽然日本商人为了获得中国商品，亦必须遵从
中方主导下的台海贸易格局，乃至同样采用预付款的形式向中国商人订购商品，〔4〕 但其
财力却极其雄厚，“几乎足以收购所有从中国运来之货物”〔5〕。相比之下，荷兰殖民者由
于初到台湾，需要在殖民地各项建设中投入大量资金，导致其财政十分吃紧，对中国商品
的购买力不足。以丝货为例，日本商人在大员的生丝收购价格高达每担 150 两到 160 两，
上等丝的价格甚至超过每担 200 两;〔6〕 而荷兰殖民者却只能付出每担 140 两或更少的价
钱，完全无法与日本商人竞争。〔7〕 另一方面，中日双方在台湾有着多年的商业合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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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商人采用这种贸易方式比荷兰殖民者更早，导致后者为了与其争夺货源，也不得不
进行效仿。参见江树生译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 (一)》，第
112 页。
［德］奥斯卡·奈赫德:《17 世纪荷兰与日本在台湾商业交涉史》附录 41，第 98 页。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 47、51 页。
虽然荷方在与中方交涉时曾声称其丝货收购价格从未低于每担 140 两 (参见程绍刚译注:《荷兰人
在福尔摩莎》，第 60 页) ，但这显然是谎言，就在同一页报告中，便有着其以每担 137 两的价格向
许心素订购丝货的记载。
彼此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少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商人甚至利用其与大陆中国商人之间的
关系，积极为日方拉拢货源，散布不利于荷兰人的流言，这也对荷方购入中国商品造成了
明显的负面影响。〔1〕
日荷之间资金与人脉方面的明显差距，导致中国商品几乎完全流向日本一方。早在
1624 年，荷兰殖民者便向巴达维亚评议会报告称:日本人在大员的丝货收购量是荷方的
20 倍。〔2〕 之后的状况也依然没有改变，每当满载资金的日本商船到达大员，便会炒高当
地的中国商品价格，让荷方无力收购。因此，相比 “垄断”这样不切实际的目标，打破
日方对中国货源的控制，挽救其陷入困境的台湾殖民贸易，才是荷兰殖民者对日本商人采
取措施的现实动机。正如 1625 年下令对日本商人征税的荷兰台湾长官宋克 (Sonck)所说
的那样:“如果让那些日本人在此地自由通商交易，会给联合东印度公司带来有损害的后
果，因为日本人若能在此自由通商交易，势必逐渐变成贸易的主人，独享贸易的利
益。”〔3〕 在宋克死后代理台湾长官一职的德·韦特 (De Witt)也坦言:“因为他们若能按
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做，公司就必须离开此地，把贸易让给他们独揽经营了。”〔4〕
但是，17 世纪经营台湾贸易的日本商人，大都有着深厚的政府背景。由于在台走私
贸易的利润丰厚，不少日本官员参与其中，如长崎代官末次平藏、京都代官平野藤次郎
等，均是当时有名的“官商”，在台湾享有巨大的商业利益。〔5〕 这些人不但是地方上的实
权人物，与中央高层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官方的支持下，这些日本商人不但有着丰厚的
财力与荷方争夺中国商品，还可以说动日本当局改变对荷态度，从而威胁到荷方在日本市
场的贸易。对荷兰殖民者来说，这确实是最难应付的对手。
因此在日荷冲突中，荷方的心态一直十分矛盾。为了不影响其在日本的贸易，巴达维
亚评议会一再指示要用和缓的方式解决问题，“须以协商的态度，谨慎小心，避免与日人
发生争执与不快”，并因此取消了 1625 年向来台日本商船征税的命令。〔6〕 然而，为了维
护其在台湾的贸易，荷方此后仍在想方设法限制日本商人的贸易自由，这使得日荷在台依
然冲突不断。1627 年 7 月，巴达维亚评议会眼见矛盾持续激化，决定 “在我们的人在大
员陷入更大的困境以及导致日本人失去对我们的信任之前”，派遣新任台湾长官纳茨
(Nuyts)访问日本，向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光 “解释”在台湾发生的事件，希望能够得
到后者的谅解。〔7〕 但以末次平藏为代表的一些日本野心家，却打算借机扩大事态，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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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物馆”，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10 年，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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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时日本官方从事对台贸易的具体情况，可参见陈小冲:《十七世纪的御朱印船贸易与台湾》，
载《台湾研究集刊》2004 年第 2 期。
参见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 52 页。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 67 页。
整个台湾的统治权。在其破坏下，纳茨的使命以彻底失败告终，双方矛盾再次升级，进而
引发了 1628 年 6 月 29 日纳茨在大员为日本武装商人所劫持的 “滨田弥兵卫事件”，导致
日本当局决定断绝与荷方的商业联系。〔1〕
至此，荷兰在台贸易已完全陷入困局。如前所述，中国商品与日本市场，是荷方在台
转口贸易得以运作的两大前提。但在当时的台海贸易格局下，荷方要想在收购中国商品方
面与日本商人相竞争，就必须对后者的贸易自由进行限制，而这势必导致日荷关系的恶
化，从而让其面临被驱逐出日本市场的危险。但如果不干预日方的贸易，其庞大的资金又
足以控制中国商品的货源，让荷方无法在台湾立足。这看似确实是个无解的局面，正如巴
达维亚评议会所承认的那样:“与我们为敌的人在宫中颇受宠信，从而不可能既维持我们
在大员的权益，又使我们在日本的贸易不受影响。”〔2〕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日荷的双边视
角，从更广阔的范围看待问题，就会发现荷方其实还有一个脱困的办法，那就是从与中方
的贸易关系下手，改变整个台海贸易的格局，从而避免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
三、荷方改变台海贸易格局的努力与郑芝龙的兴起
如前所述，在 17 世纪前期的台海贸易格局下，荷方获得中国商品的主要渠道，是向
许心素等拥有福建当局许可的商人预付款项，通过其订购商品。而这一贸易主导权完全掌
握在许心素与福建当局手中，“都督和许心素从中渔利，从而不允许他人与我们在大员的
人经商，也不允许我们自己在中国贸易，只供许心素一人包揽”〔3〕。这导致荷方只能在大
员向许心素高价收购数量有限的中国商品，贸易迟迟无法拓展。而相比台湾，中国大陆的
商品不但充足，且非常廉价。荷方船只私下在漳州河向中国商人收购的生丝，价格仅为每
担 115 两到 125 两，“司令官认为，若中国准许人们公开贸易，我们甚至可以 100 两一担
的价格收购”〔4〕。因此，荷方如果能够前往沿海地区自由贸易，便可以打破许心素的垄
断，夺回贸易的主导权。
而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如果荷方能够在沿海地区自由收购商品，就能避开与资金
雄厚、且有官方支持的日本商人在台湾的正面冲突，不至因此影响日荷关系及其在日本市
场的贸易;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后者所无法涉足的沿海地区获得充足廉价的中国商品，一举
摆脱目前在中国商品与日本市场之间左右为难的困境，进而在这场日荷台海贸易竞争中占
据先机。退一步说，即便福建当局只是开放中国商人自由前往大员，也足以让当地所能收
购到的中国商品数量大大增加，让日本商人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以高价控制货源。一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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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便曾经告诉荷方:“绢丝非常涨价之理由，系因从来战乱之间，各人皆无所事，而且
禁止贸易，由于绢丝与绢织品毫未外销而贸易已开，是故为求少数绢丝而出高价购买，如
果输出回复常态，当成廉价，将较从来价格更见低下云。”〔1〕 所以，随着荷方在台贸易因
日荷冲突而逐渐陷入困境，其改变台海贸易格局、争取自由贸易权利的渴望也愈发强烈。
但是想做到这一点，单凭荷兰殖民者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势力的帮助。
1626 年以后，一股强大的海盗势力开始兴起于台湾海峡，频繁攻掠大陆沿海，给予
福建当局和许心素沉重打击，这股势力便是由福建泉州南安海商郑芝龙领导的海上武装集
团。郑芝龙的兴起，虽然主要得益于其从两大海商李旦和颜思齐手中继承的财产部众，但
与荷兰殖民者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荷方 1625 年 10 月 29 日及 1626 年 3 月 4 日的
官方信函中，均提到郑芝龙 (荷方文献中称之为一官)的船队在海上劫掠一事，而令人
吃惊的是，这些船只“是悬挂亲王旗 (princevlaggen)和旒旛旗 (wimpels) ，以公司或荷
兰人的名义去 (抢劫)的”〔2〕，“公司按照跟他 (一官)约定的办法，取得该船 (打劫到
的东西)的半数”〔3〕。可见荷方一直在支持郑芝龙的劫掠行为，并从中分享利益。
但是，荷兰殖民者支持郑芝龙的海盗活动，并非仅仅是为了分享其劫掠所得，更重要
的是他们和郑芝龙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打破福建当局和许心素对台海贸易的控制。〔4〕
荷兰台湾长官纳茨曾向巴达维亚方面报告称:“我可以奉告您阁下，(当中国人不肯通商
交易，而我们要逼他们交易时)公司从这些海盗可以获得多大的益处和帮助。我认为，
我们应该网罗他们，支援他们。因为他们连这种 (海盗的)力量都无法抵挡，怎能敌得
过我们和那些人 (海盗)合起来的力量?”〔5〕 因此，对郑芝龙 “继续供应他，支持他，
使他强壮起来，直到我们取得军门、都督与海道等人承诺的效果，是一件好的事情，至少
可以跟他合作到我们要取得完全自由贸易的事情更加清楚和确实起来的时候。”〔6〕
由上可见，迫使福建当局对其开放自由贸易，才是荷兰殖民者支持郑芝龙的真正目
的，这一策略也确实产生了效用。1627 年 9 月，由于屡战屡败，福建当局不得不通过许
心素请求荷方协助其剿灭郑芝龙，并保证事成之后将会允许中荷之间的自由贸易，而这正
是荷方所想要的结果。〔7〕 因此荷方代理长官德·韦特不等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纳茨返回，
便决定接受这一条件，出兵攻打之前的盟友郑芝龙。毕竟即便纳茨未能说通日本当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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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起兵的一大目的，便是为了取代福建当局和许心素，成为台海贸易的主导者，参见陈思:
《明末台海官、商、盗三角关系与台海贸易》，载《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江树生译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 (二)》，第 4 － 5 页。
江树生译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 (二)》，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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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荷方获得了同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便可改变当前的不利局势。1628 年 1 月，德·韦
特率领荷兰舰队攻打郑芝龙，却被打得大败而逃。而此举也激怒了郑芝龙，他率船队
“控制中国沿海，将我们在大员和中国沿海的人之间的联系切断，我们的人如同被围困在
城堡中一样”〔1〕。正如翁佳音所言:“滨田事件前后，荷兰人前门拒日本之虎，后门却有
汉人海盗或海商虎视眈眈。”〔2〕 荷方此次出兵非但没能改变台海贸易格局，反而使其陷入
了两面受敌的局面，这更加不利于其与日本的冲突。
四、荷方改变台海贸易格局努力的失败与日荷冲突的结局
随着日荷关系的恶化，特别是 1628 年 6 月 29 日“滨田弥兵卫事件”爆发后，荷方为
了摆脱贸易困局，更是无论如何也必须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纳茨为此不得不致信郑芝
龙，请求与其重修旧好。而这时郑芝龙已消灭许心素，并准备接受明廷的招抚，获得
“官商”的合法身份，取代许心素在台海贸易中的地位，也希望与荷方建立贸易联系，于
是双方再次合作。1628 年 7 月，纳茨不顾刚经历了 “滨田弥兵卫事件”的劫持风波，便
匆匆率船前往沿海地区，在郑芝龙的协助下购入大量中国商品。但纳茨仍不满足，因为郑
芝龙和许心素一样，不允许其他商人参与对荷贸易，所以他要求郑芝龙必须 “允许所有
的人都可以来我们这里，不然就不跟他友好了”〔3〕。荷方的做法最终触怒了郑芝龙，被后
者下令驱逐。
纳茨返回台湾后，又收到巴达维亚方面的训令，要求其 “开辟泉州 (漳州?)河及该
河与台窝湾 (安平)间之航路，与军门都督或其他大官交涉，在适当条件下，订立开始
贸易之协定”。〔4〕 在此压力之下，纳茨唯有孤注一掷。1628 年 9 月，他再次率舰队来到
沿海地区，以通商交易为名，将当时已成为明朝官员的郑芝龙诱骗至荷方船上扣留，强迫
其协助荷方取得自由贸易。〔5〕 10 月 1 日，纳茨与郑芝龙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
规定郑芝龙每年需向荷方提供大量中国商品，包括 1 400 担生丝、5 000 担糖、1 000 担糖
姜、4 000 锭白色皱绸和 1 000 锭红色皱绸。当中生丝的价格为每担 140 两，并允许荷方
派船前往漳州河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每担的价格可再降低 10 两。〔6〕 同时，郑芝龙还承诺
开放中国商人自由前往大员。这样庞大而长期的贸易合作关系，是荷兰殖民者此前从未与
中方建立过的。如果此项协定内容得以付诸实施，那么荷方未来三年在台贸易的货源便可
得到保障。纳茨对此欣喜若狂，认为这是他的一项巨大功绩，足以改变台海贸易格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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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在此地已经不受只许跟一个人交易的限制，而是由军门命令他的部属必须让所
有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戎克船来此地交易了 (这情形，我们的前人没有一个人曾经达成
过)”〔1〕。“我们深信，公司一定会从中国买到很多货物，多到可以把荷兰、日本和整个
东印度掩埋起来，并且在缺乏中国货物以前，我们老早就会缺乏货款了。”〔2〕
一旦解决了中国商品货源的问题，荷方在日荷冲突上也就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1629
年 1 月 10 日，纳茨在向巴达维亚评议会提交贸易报告时再次提到了与日本商人之间的冲
突，当中的态度耐人寻味。他声称:“同日本贸易，对我们是利润很大并且极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拒绝日本人在这里自由通商，又怎能不引起日本方面的恶感呢?我认为最好立即
把通商的利益让给他们一部分，不抽他们任何税，因为恐怕他们是不肯纳税的。”〔3〕 但是
纳茨实际上并非对日妥协派，此前曾一直主张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对日本商人加以打击，认
为:“他们现在既已将我们这方面的贸易完全抢过去了，如果我们用武力或谈判来把这贸
易再夺回来，对他们有何卑劣之处?”〔4〕 纳茨态度的明显转变，与 “滨田弥兵卫事件”
的发生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我们也有理由推测，荷郑贸易协定的签署也在当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正如纳茨在同一份贸易报告中提到的那样:“目前公司每年能够拿得出多
少资金，我们就能从这个国家 (指中国)买到多少商品;……但有一点是无容置疑的，
那就是，我们在履行合同上所规定的，每年供给日本总数七十四万荷盾的中国商品这件事
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困难。”〔5〕 既然在新的台海贸易格局下，荷方已可获得足够的中
国商品，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冒着恶化日荷关系的风险去与那些日本商人为敌呢?
而且在纳茨看来，荷方与郑芝龙这个当时中国海商中最有权势者建立起合作关系后，
即便他们不直接阻碍日本商人在台湾的贸易，也可通过对中国海商的控制，来掌握住日荷
商业竞争的主动权。他得意地指出:“一官应该也会阻碍所有商人出售货物给他们。他已
经准许我们，一旦有人 (想卖货给日本人)落入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没收他们的货物;
他也证实，军门对此事将采取同样的态度。这样一来，没有我们的协助，日本人将没生意
可做了。”〔6〕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纳茨等人才向巴达维亚评议会建议对日妥协，他们认
为，在现在的条件下，即便开放了日本商人在台自由贸易，也不会影响到荷方对中国商品
的收购，而且这样一来，日荷冲突就能逐渐化解，而荷方也能继续享受日本市场的利益，
是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但是，纳茨与郑芝龙所签订的贸易协定，并未像前者所预计的那样能够改变台海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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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1629 年后，郑芝龙又与其原先的海盗同伙李魁奇反目，导致福建沿海再次陷入战
乱，荷郑之间的贸易协定根本无法履行。再加上由于日荷关系的严重恶化，巴达维亚评议
会本就对纳茨极为不满，对其签订的贸易协定，最后也以在价格上对中方让利过多等为由
予以否决，并将他从台湾召回问责，后者的如意算盘彻底化为泡影。〔1〕 就在荷方改变台
海贸易格局的努力失败时，日本夺取台湾的计划也已步入实质性阶段，这让荷兰殖民者真
正彻底陷入了绝境，最终不得不面临在中国商品和日本市场之间做出抉择的局面。1630
年，荷方收到日本方面发出的通牒:“日本人要求说，如果我们想要释回我们的人员、船
只与货物，跟以前一样平安住在日本贸易，继续保持与皇帝陛下的友善关系，就要把热兰
遮城堡及其附属建筑物移交给他们，或将那些城堡与建筑物拆毁，离开大员，否则，他们
就要用武力来攻取，把我们打败。”〔2〕
至此，日方以日本市场为筹码，要挟荷兰殖民者放弃台湾的企图已昭然若揭，荷方单
纯在贸易上做出妥协让步，已经满足不了对方的胃口了。如果荷方接受日方的条件，势必
意味着丧失台湾这个在东亚收购中国商品的唯一重要据点，而拒绝的话，便会彻底失去日
本市场。尽管巴达维亚方面此前曾声称要坚决维护荷方在大员的 “主权”，为此就算撤出
日本也在所不惜，〔3〕 但到了这个时候，荷兰殖民者的心里却在 “求神让他们看到希望，
因为没有日本的贸易，公司在大员这里 (特别是在这种状况下)的负担就真的太重
了”〔4〕。就在荷方进退维谷的时候，事情却奇妙地出现了转机。
1630 年 6 月，日本夺取台湾计划的主谋长崎代官末次平藏突然身亡，导致日本当局
对荷态度开始软化。1632 年，在荷方极力示好下，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贸易得以恢复。
1635 年后，日本更逐渐步入锁国时期，全面禁止本国船只人员前往海外，日荷在台湾的
冲突，竟以这样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台海贸易格局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于日本商
人不再前往台湾，中日在台走私贸易正式成为历史，荷兰殖民者在当地的贸易中介作用便
随之凸显出来，这使其终于摆脱了单向 “依附”于中日贸易的不利局面，成为日本获取
中国商品的主要依靠。而台湾的转口贸易也因此逐渐步入正轨，开始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带
来巨额利润。荷方对此喜出望外，欢呼 “愿神使日本对她本国人民的禁令 (edicten)继
续执行下去”〔5〕。他们当初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却由日本当局代为实现了，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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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17 世纪前期的日荷冲突，源于双方在台湾的商业竞争。在这场冲突中，荷兰殖民者
一直处于劣势，这是由其在当时台海贸易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所决定的。为了摆脱这种劣
势，荷方在无法同日本正面抗衡的情况下，转而从中荷贸易关系下手，希望通过让中方开
放自由贸易来改变台海贸易格局，从而避免与日本商人在台湾的冲突。不过因种种原因，
荷方的努力归于失败，最终在日荷冲突中被逼入绝境。但随后日本的锁国，却从另一个方
面彻底改变了台海贸易格局，让荷方从此摆脱了原先受制于日方的不利局面，戏剧性地赢
得了这场日荷冲突的胜利，成为新台海贸易格局下的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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